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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

政治信任心理机制的路径与融合

伍  麟  刘之钰*

［摘    要］  关于政治信任的心理机制，制度理论主要立足点是空间维度上的现实理性主义，认为

个体会从理性计算的角度，在权衡、判断和评估政治组织与机构的业绩基础上形成政治信任的表现。

制度在孕育政治信任方面的理性心理表现在便利获取信息的心理促进、经济收入平等的心理期待以

及政治认同的心理感染等方面。文化理论主要立足点是时间维度上的早期经验主义，即在个体早期

获得的依恋体验和人际信任。在个体层次上，早期经验当中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际体验都影响着

后期政治信任的形成，并且在代际层面上政治信任具有家庭传承的特征。文化理论所反映的政治信

任心理机制包括代际传承的心理依恋、学校教育的心理灌输以及知识积累的心理习惯。趋于融合的

关系主义认识论取向则试图汲取文化理论和制度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将它们具体化结合，重点关注文

化理论的早期经验基础性决定作用同制度理论的后期经验适应性调整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共

同考虑历时态经验变化和相对稳定心理习惯的多层面功能，考察个体所处的家庭环境、经济资源、社

会地位、人际关系、认知能力、情感体验是否以及如何直接或间接影响未来的政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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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信任的心理机制，国内外学术界较为一致地认为存在制度理论和文化理论为主的两种

取向。如Zmerli和Castillo（2015）概括了两种研究途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关注形成政治

信任的制度作为；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关注社会资本和社会凝聚力的文化影响。张明新和

刘伟（2014）认为考察政治信任的来源主要有基于制度或政府绩效的视角和基于社会资本（文化价值

观）的视角。游宇和张光（2015）认为政治信任的解释表现为制度主义路径和文化主义路径。此外，

许科（2013）等人、张书维（2014）等人也都认为制度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与文化理论是理解政治信

任形成的基础。在学界已经积累了较多关于政治信任实证研究的情形下，非常有必要对具体的政治信

任心理机制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思考和总结，以利于深化未来相关研究。

一、 制度理论中的理性心理

制度理论主张政治信任属于一种认知现象，会随着个体社会环境和信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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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意义上而言，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体对相关政治机构表现的判断影响着政治信任的水平。具体

而言，在当今社会，制度孕育政治信任的理性心理集中体现在便利获取信息的心理促进、经济收入平

等的心理期待以及政治认同的心理感染等方面。

（一）  信息便利的心理促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互联网广泛普及和技术不断升级，深刻变革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消费选择和交流模式。在线活动的新型方式和新颖体验使得人们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网络的交

流互动。无论传统的媒体时代，还是现在的互联网信息时代，从各种信息源散发出来的信息构成同人

的多元化关系，包括人们利用信息进行消遣和娱乐，使用信息完成知识学习和能力提升，通过信息建

立和维持社会关系，借助信息形成身份意识和社会认知，依赖信息进行社会监督和主张权益等。从报

纸到广播，从电视到互联网，信息传播媒介的进步极大改变和丰富了社会的政治活动实践。相对于传

统的信息媒介，互联网提供了物理条件的保障，使得个体能够迅捷地同信息源或活动方进行超时空的

互动交流。这种变革性的意义是前所未有地激活了信息参与者的主体性。网络信息的互动特征不仅

加深了信息时代各社会阶层获得和利用信息的大众化、平等化趋势，消解信息互动双方的距离障碍，

而且深刻树立了信息时代全新范式的交流原则。虽然“信息鸿沟”客观存在，短时期难以完全消除，

甚至会有加剧的可能，但是信息特权和封闭存在的状况无疑日渐式微。即使经济资源和社会地位弱势

的社会成员也完全有可能低门槛、小成本地掌握应对外界、维持生计、改善境遇和主张救济的基本信

息。并且，社会资源贫乏群体的声音也较以往更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起到广受注意的效果。网

络信息的互动特征唤醒社会成员信息参与主体性的同时，也会创造他们便利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点

燃和助推他们的热情和愿望，能够起到“由点到面”的扩散效应。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冲击下，社会

各领域事务包括政治事务进程当中旧式的信息组织形式逐步丧失了垄断式的话语强权，深度沟通、透

明意识、平等竞争、公正原则、民主参与等成为社会普通阶层的权利诉求。面对互动式信息交流的要

求，政治事务进程需要秉持开放、乐观和担当的精神，自觉接纳信息利益代表的多样化、信息社会影响

的广泛化、信息焦点转换的快速化、信息真实可信的误导化等实际挑战。

网络平台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信息源。尽管网络平台仍然容易存在信息失真、信息误导等偏差

现象，但总体上由于网络信息更容易获得，信息互动更为及时简便，信息纠错机制更为灵敏，信息内容

更加公开透明，信息责任更加容易监督和追踪，因而从实际效果上而言，依托网络平台更加容易培育

个体层面上的社会资本，实现个体的社会参与。“社会媒体不仅是信息渠道，它们也可以有效地进行

情绪和情感交流。社会媒体的使用有助于政治情感，进而影响民众的政治参与。”（Gan, Francis & Li，

2017，p.936）社交网站的互动性交往属性强烈，个体用户在判断信息安全和有必要的条件下，互动双

方容易获得彼此的基本情况。传统媒体呈现信息的扩散空间有限，信息生产者的角色“垄断”色彩比

较浓厚，潜含等级主义的中心取向。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政治议题的大众讨论、实践活动以及

政策受惠结果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各种政治主体、党派力量以及社会媒体具备更充分民意理解的机

会、更宽松意愿表达的空间以及更自由语言描述的弹性。网络信息时代的社会媒体给政治实践创造了

新的契机。政治事务的决策通道在网络化媒体的时代变得更加开放、双向和高效。

（二）  经济平等的心理期待

迄今为止，任何时期的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财富获取和占有上的个体差异，经济收入上的不平等

始终是人类社会恒久存在的现象。“最广泛的讨论、最丰富的理论辩论，都集中在经济变革和社会现

代化对降低政府信任的潜在影响方面。”（Russell，2005，p.139）经济收入上的不平等容易挤压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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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员在其他领域的平等机会和权利。当平等机会和权利受到严重侵犯时，就很可能出现这些低收

入社会成员的“社会边缘化”不利后果。以资源占有多寡为区分标准，拥有资源多的一方同拥有资源

少的一方天然形成社会存在的裂缝，并且这种裂缝不会自然愈合，反而在发展中有可能出现越来越大

的趋势。如果某些群体和个体在较长时间内处于资源拥有匮乏的状态，那么他们持久弥漫的剥夺感心

态势必撕裂和分化社会的整体团结，导致群际间的疏离和对抗，以及政治参与的失序、失衡甚至反常。

如果社会控制不当，资源利益的博弈很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并且，即使社会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把

社会冲突缓和起来，但利益博弈的社会冲突点燃效应始终长期存在，在某个特殊时点还可能集中爆

发。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越严重，利益冲突和抗争的可能性越大，通过政治通道表达诉求和立场的愿望

会越强烈。经济收入低、拥有资源少的群体和个体无论从社会权益的获得感、心理层面的自尊感，还

是物质基础的安全感、精神状态的舒展感等多方面总体上都较为容易表现出脆弱性。在遭遇挫折和困

难之后，他们自我恢复的信心不足、能力偏弱。对于不确定性事务的风险后果，他们往往无力承担，在

风险的事先预防、事中规避和事后救济等方面也表现得较为盲目和无效。失落的社会情绪会加重对收

入不平等的不满，经济差异的优先敏感会直接体现在政治议题的表达上。

由经济不平等引发的政治不信任氛围主导政治态度和政治认同的价值取向。“在国家层面上高

水平的收入不平等与政治不信任有关。此外，个体对社会分配公平的看法与政治信任有着强烈的关

联。因此，可以认为民主制度要对民众感受到的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程度负有责任。”（Zmerli & 

Castillo，2015，p.190）现代社会崇尚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人与人的平等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社

会信任是保障社会充满平等主义精神的重要因素之一，构成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全面平等的基础条

件。从反面来说，如果社会信任沦落为广泛的社会不信任，其后果将为社会的进步带来巨大的代价。

（三）  政治认同的心理感染

政治信任是个体针对国家政治机构当中的行为人以及制度所表现出的期望一致性判断，是一种

相对稳定的理性判断。“影响政府信任高低有两个最为直接因素：民众对于政府的认知，以及对于政

府整体运作的公共期望（这种公共期望包括公共政策、公共服务，乃至制度系统本身）。”（赵泉民，

2013，p.14）公众对国家政治机构工作成效、公正、普惠等方面的评价是他们形成、表达和判断政治信

任的基础。一方面，由于大众化信息传播的兴起和流行，公众获得政治信息的机会大增，成本锐减，内

容丰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整体教育质量改善，社会参与水平提高，社会比较效应加强以及社会场合

训练增多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显著促进了公众的信息素质，公众理解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大幅度提

升。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认知动力为个体积累了信息资源，培育了参与技能。以备未来实际进行政治

事务活动时能够摆脱鲁莽的随性而为，避免一时冲动，盲目逞能，进而做到能够审时度势，较好胜任复

杂的政治事务。现代国家当中的政治机构数量众多、职能各异，公众呈现出来的政治信任水平千差万

别，个体对于不同国家政治机构的工作评价所引发的政治信任程度却有着较为明显的关联性。个体往

往从整体的角度，形成对于强大的、全局的国家政治机构的认识和评价。因此，对于不同国家政治机

构的工作评价往往具有连锁效应，会彼此辐射渗透。个体和国家政治体系之间的重要连接机制就是政

党。个体生命早期的政治社会化奠定了热爱政党的基础。从家庭环境、学校灌输、社会宣传等一系列

过程塑造政党信仰，形成对于政党的深刻印象。政治成熟的个体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兴趣、认识、立

场和信仰，容易形成稳定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具有强烈的显示作用，反映出个体的观念、评判和行

为。他们对于政治问题有着自己恰当的看法，不会轻易随波逐流，也不会简单受到干扰信息的侵袭而

改弦更张。“政治信任对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深化收人分配制

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消除社会不公和个别特权现象的发生实现共同发展和成果共享，将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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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公众政治参与满意度具有积极影响。”（郑建君，2013，p.74）在已有政治认识、经验和时间的基础上，

个体会判断自己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能力，形成专属的政治认同。

二、 文化理论的经验心理

按照文化理论的观点，个体生活史的早期经验对于政治信任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个体早期所在

家庭的主要抚养人、所在学校的环境氛围以及其他相关成长经历是决定成年后政治信任的关键。早期

经验的生活元素能够稳定地延绵、渗入到个体成年以后的人生历程当中。这些生活经验塑造出人际信

任，进而随着时间推进和生理成长，人际信任能够逐步拓展、派生出个体对于政治制度、机构、事务以

及人物的政治信任。个体层次上，早期经验当中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际体验都影响着后期政治信

任的形成，并且在代际层面上政治信任具有家庭传承的特征。

（一）  代际传承的心理依恋

政治事务虽然与个体的生活紧密相关，但又同个体的生活保持间距化的存在感，特别对于未成年

人而言更为明显。由于年龄、阅历和能力的限制，未成年人往往不能系统了解与政治相关的事宜。在

这种情况下，从小最熟悉的家庭中的主要照料人（通常为父母）就是个体长期且影响力巨大的政治

观引领者，是个体发展形成政治信任的最直接榜样。“父母教育影响儿童成年后政治参与的三种方式

是通过家庭政治讨论；提供教育、收入、公民技能和招募机会的社会经济过程以及其他途径的影响。”

（Brady, Henry, Schlozman & Verba, 2015，p.163）个体青少年时期在家中观察到父母对政治事件的观

点、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以及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情况，逐渐形成与父母相似的对待政治问题的理解，完

成政治信任的代际传递，这个过程符合班杜拉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个体在青少年时期起，如果缺乏

政治信任，那么成年之后容易表现出政治淡漠，回避政治事务，疏远政治活动，容易出现非常规的政治

观或政治取向。在有着更好亲子关系的家庭中成长生活，从家庭获得更多安全感和亲情温暖的个体以

及语言能力较强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政治信任。Gniewosz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在权威型家

庭教养方式下成长的个体，由于长期受到严苛家教规则的约束，缺乏感受到来自父母的亲情温暖，容

易日后表现出对政治议题缺乏兴趣，对政治事务淡漠疏离，对政治活动消极拒斥。上述现象从依恋理

论的角度看，是由于个体自幼受到父母教养的影响，塑造出一些特殊心理表征，展现为对于诸多社会

关系的期望偏差，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对抗权威型家庭教养的内部工作模式，并且这种对立权威型的

内部工作模式具有可迁移性。当个体长大成人，步入社会之后，总要遇到各种不同社会距离和类型的

社会权威。对立权威型的内部工作模式会把对抗父母权威的心理习惯迁移到对抗社会权威，包括政治

领袖和政治人物。内部工作模式具有生成时间上的优势特征，个体自幼的依恋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依

恋模式尤为重要，决定性影响了未来内部工作模式的运行样态。个体早期对于父母的依恋为日后对于

权威的一般态度奠定了基础，并会在政治信任当中体现出来。

（二）  学校教育的心理灌输

个体从小长时间接触的专业机构就是学校。“学校通常是青少年最早的场所，学习知道权威机构

的制度运行如何进行，以及对这些权威机构能有什么样的期待。这些经经验可以塑造后期对于公共领

域其他机构包括政治当局的看法。来自不同国家的数据表明，青少年对学校的信任和积极认知同他们

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有关。”（Šerek & Macek, 2014，p.285）公民教育体现国家意志，具有强制性。包括

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把公民教育和政治科学教育纳入到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程体系中，采取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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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实现既定的目标。首先，从认识的角度学校教育传授青少年国家政治系统的知识，灌输国家的

基本价值观，促进政治意识的发展，成为具有责任感的公民。从具体操作方面来看，学校一般最普遍

采用的方式是通过开设政治科学、社会科学等课程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小学生进行公民教育，让他们

学会公民应该遵守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了解国家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向中学生传授

政治知识，通过普及道德、法律、政治、经济、哲学等课程内容增加必要的相关政治常识，使青少年全面

发展政治信任。其次，学校教育让学生切身感受到学校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方式，提供机会鼓励学生经

历民主互动的初步体验。学生在各种互动中学会为个人、为集体、为需要帮助的同学做出适当的民主

决定，提前感受未来在社会中遇到相似情况的问题处理方法和情境。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下可以表达自

己的想法，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而培养出面对、处理公共问题积极主动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教育

与人的现代化不仅为社会转型提供人力、智力支撑，而且在“化民成俗”和“化俗成民”的过程中将作

为社会根本的国民心理提升到更加适应物质水平、制度水平革新乃至引领社会生活变迁的高度，促进

社会转型的‘内外兼修'。”（程天君，2014，p.68）最后，学校还可以通过为学生创造在社区中进行服务

的机会，使他们在现实社会环境中体验基层政治机构的运作模式、并从官方和公民双方的角度观察同

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法更适合已经具备一定政治知识和实践能力的青少年，它能快速直接地促

进学生对政治内容的了解和关注，进而间接并有效地提升政治信任水平。而且，社区本身就是学生所

熟悉的环境，社区里发生、存在和需要处理的问题也是学生成年后要真实面对的问题，提前实践社区

业务不仅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政治信任程度，也有益于他们成年后生活的适应。民主、平等、开放的学

校氛围有助于青少年学会与老师、同伴良好的沟通，并产生对机构的认同，进而把这种积极的态度投

射到对政治人物和政府机构形成政治信任。Claes和Hooghe（2017）针对3025名比利时青少年，在16岁，

18岁和21岁三个时间节点进行了一项为期5年的跟踪研究，考察各类公民教育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

公民教育对于政治信任和政治兴趣起着重要影响，课堂教学、开放的课堂气氛、担任学校理事会成员同

高水平的政治兴趣有着显著相关。通过发挥学校的作用来系统地培养未成年人积极的政治信念是极为

有效的途径。总体上， 在政治信任的培养方面，学校教育的心理灌输表现出层级推进的特征。

（三）  知识积累的心理习惯

作为一种以政治系统可信性为基础的观念，政治信任主要是根据人们以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来进

行判断。形成政治信任的经验通常不是当前正在接收的，而是以过去积累的知识为基础的。由于政治

是一个形式非常复杂、内容非常广泛的领域，因此需要个体通过接受更多的教育来积累大量的相关知

识并进行相应的抽象推理才能实现政治信任。一定意义上，可以将个体政治信任的孕育过程及表现状

态理解为特定态度的形成和呈现。高水平的认知能力和教育经历为个体准确、可靠的信息加工能力奠

定基础，而准确、可靠的信息加工能力决定着个体态度的形成和呈现。公民通过受教育的过程，将外

在的有关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的知识内化进个体脑中，经过认知能力的加工产生个人分析，获得参与

政治的信心，进而形成政治信任。“绝大多数研究都显示，教育几乎是信任最重要的相关变量，教育水

平更高的人比那些学历更低的人更容易产生信任。然而，对于如何解释这种强关系并没有达成共识。”

（Hooghe, Marien & Vroome, 2012，p.604）一般来讲，受教育水平高的人具备更多的政治知识，理解和参

与政治的能力更强，在看待政治事件和对待政治人物时通常能够从理性角度出发，更容易形成以理性

角度为基础的政治信任；同时，受教育水平高的人往往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更优越，因此既能更好地

享受政治带来的积极影响，也能更好地应对政治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也有助于形成政治信任。相反，

受教育水平低的公民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知识和理解能力，在面对政治问题时更容易形成主观感性的

评价，又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难以承受政治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不易产生政治信任。也就



061

是说，高学历的人对政治领域更高兴趣、更有意愿参与进政治活动中、更倾向于对政府机构和政治人

物有信心。形成这种关系的内在机制可能是受教育更多的人对象征秩序和社会互动的文化规范有更

好的理解；而且受教育更多人往往也更多地占据优势位置，使得他们在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更容易自

我保护以及获得救济。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一系列过程的推理和解释都是建立在公民的早期受教育

经历成果之上的，因此受教育水平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反映了文化理论的观点。当然，学术界关于教育

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观点，教育水平与政治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非一定是教育水平

的提高引起了政治信任提升的单向关系，也有可能是对政治系统持信任态度的人通常也更信任教育系

统，因此他们在受教育过程中更容易获得成功，从而得到更高的学历。

三、 趋于融合的关系主义

新近政治信任研究呈现出融合型认识论的取向，试图汲取文化理论和制度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将

它们具体化结合，重点关注文化理论的早期经验基础性决定作用同制度理论的后期经验适应性调整

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共同考虑历时态经验变化和相对稳定心理习惯的多层面功能，考察个体生

理、心理成熟所处的家庭环境、经济资源、社会地位、人际关系、认知能力、情感体验是否以及如何直接

或间接影响未来的政治信任。

（一）  认知能力的关系基础

大量的研究结果都验证了认知能力是影响政治信任的一个关键变量。2010年Schoon等人基于英

国国家儿童发展研究数据库进行了一项纵向研究。该研究主要利用在1969年收集的16253名被试

（都出生在1958年3月，测试时都11岁）一般认知能力测试数据，以及在1991年收集的上述同样被试

中的15567被试（测试时都33岁）社会态度问卷数据进行跨时间的相关分析和建模分析。结果发现，

个体11岁时的一般认知能力同33岁时的政治信任有着显著的关系，并且教育经历部分调节上述关系

效应。童年时期认知能力得分高的个体、拥有较高学历的个体倾向于更加宽容和更加自由的社会观

点。低社会阶层的个体表现出更少的政治信任，特别在男性中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个体早期的一般认

知能力与成年后的政治信任呈现正相关。心理学家认为，推理过程影响社会态度，也就是智商促进社

会态度的形成。智商越高的个体，认知能力越强。当面临思考、应对、选择或处理较为抽象的社会、道

德、政治等领域的事务时，个体的认知能力会显示出优势特征，即认知能力越强的个体，越容易形成开

放式思维和个性化态度，接触、获取和加工外界信息的数量也有可能更多。信息来源渠道更多元，更

友好式信息互动的个体越发会显现出文化舒展型的社会态度取向，越能够接受新鲜事物，越主动体验

新颖活动，更容易对“推陈出新”持赞同的态度。

认知能力与青少年后期的政治信任之间正相关可能是受早期环境的影响而来，个体在家庭、学校

和社区中的成长经历塑造了他们在成年前的政治信任程度。“个体对社会中的他人、政府、体制等的态

度更多是从生活中最亲近的人，大多是父母身上直接“移植”而来，父母所传递的态度、评价等作为基

模为个人态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许科，赵国祥，孙娟，2013，p.572）一方面，认知能力强的青少年

通常在学校里表现得更积极，通过更多地参与学校活动、熟悉学校规章制度，而这些习得的经验可以

迁移到日后对待政治机构的态度方面；另一方面，认知能力强的青少年往往语言能力也强，良好的语

言能力能够协助他们在家庭、学校和社区中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可以迁移到

日后对待政治任务和政治现象方面。由于政治事务所具有的复杂性、抽象性等的特点，客观上需要个

体具备较强的语言能力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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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地位的关系资源

2008年Deary等人基于1970版英国群组调查数据，考察童年时期家庭背景同成年后社会态度之间

的关系。1970版英国群组调查是一项纵向调查，以出生在1970年4月5日至11日的17198名个体为

调查对象。Deary等人选取全部个体中的8091名个体10岁时的智商数据，以及11070名个体30岁时

的社会态度问卷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个体30岁时的社会阶层和教育学历同个体父母的社

会阶层有显著相关。个体10岁时的智商同个体30岁时的社会阶层有显著相关。父母的社会阶层和

政治信任以及个体社会阶层和政治信任都有显著相关，并且职业的专业化程度越高的个体，政治信任

也越高。职业的专业化程度越高的个体，其政治信任程度也越高；或者是位高权重的高收入个体往往

对政治具有更开明的的观点和更高程度的信任。与占有丰富的社会经济、教育和动力方面资源的个体

相比，个体缺乏优越资源会表现出低水平的信任。特别是那些长期缺乏好资源的个体会逐渐失去对政

府机构的信心，而长期在有利条件下的个体往往对政府有很足的信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公民经济条

件远没有那些社会等级高的公民好，社会地位差距造成的心理不平衡使经济条件差、得不到好工作、

生活困难多的公民较少表现出对于民主政治系统高水平的信任。个体和群体的社会流动对于社会态

度和社会参与起着重要作用。与自上而下的社会流动相比，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涉及更多付出奋斗的

投入、价值观的更换、思维习惯的变化以及行为模式的改变。对于一个社会正常运行而言，有序上行

社会流动的好处是能够满足人们本能及社会化的需求，保持社会活力，在规范社会现实多元化方面起

到调节作用。合理的社会流动可以抑制社会阶层固化，消解社会惰性。社会阶层保持一定的流动，使

得同一阶层内部的成员不至于过度同质化，而是较易呈现出阶层内部多样化的亚文化状态。

（三）  认知参与的关系实现

政治是一个复杂的抽象领域，认知参与程度对于对政治信任构成明显影响。一些普通个体在日

常生活中可能不会觉得自己与政治有关系，他们可能不太了解政府机构组成，也不太关注时政新闻，

甚至对于国家推行的新政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影响也认识不充分。这部分个体最容易受社会流行的政

治不信任影响，惯性地认为政府官员都是腐败的，利民政策施行都是空口号，政府机构都是不作为的，

但实际上他们连不同政府机构的具体职能都并不了解，不知道它们各自拥有哪些权利，负责处理哪些

事务或者能为公民提供哪些服务。有研究显示，在政治领域的认知参与跟政治信任呈现正相关。“缺

乏对政治的认知参与或低水平的政治参与同低水平政治信任相联系，因为个体具有片面政治观念时，

容易在负面方向上出现偏差。”（Šerek & Macek，2014，p.285）反而言之，越习惯探索政治知识，越愿

意思考政治问题，越能够理解政治现象的个体，越容易辩证地看待关于政治人物和政治机构的各项事

宜，越利于产生政治信任。对政治有了足够的认知参与，面对一个政治事件或是某个政治现象时，人

们才不会人云亦云地对政府或政治人物做出片面评价，而是理性、全面且透彻地评估该事件或现象导

致的结果或形成的影响。当然，认知参与和政治信任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认知参与得越多就越容

易促进政治信任的提升，反过来，高水平的政治信任也能激发出个体更多的认知参与。不过值得注意

的是，对于认知参与和政治信任之间关系的理解需要考虑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

四、 结语

从个体的发展需要角度看，在青少年各项身心发展任务当中，如何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国家公民，

忠实履行特定社会角色义务，自觉担当相应的社会责任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方面之一。已有研究较多

发现个体早期成长环境的家庭因素，特别是经济资源和社会地位同认知能力之间具有明显关联。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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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主义的立场看，环境因素引发经验的事实势必伴随着机会主义的特征。家境殷实、物资充裕的家庭

孩子比家境贫寒、物资匮乏的孩子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观察到更多的成功榜样的机

会，置身于更多的人际交往网络的机会，上述机会优势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个体取得理想的知识积累、

能力塑造和心理体验。根据文化理论，政治信任产生于个体早期生活经验之中，又由于认知能力特别

是语言能力较强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政治信任，政治知识多、思考政治现象多的个体政治水平更

高，社会地位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报告的政治信任更多，因此，通过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对他们

加强语言能力的训练、培养对政治知识的兴趣、树立政治参与的意识、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创造更

好的就业机遇来提升政治信任的水平对他们个人和社会都有重要意义。根据制度理论，政治信任是公

民对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政治表现的评估,那么一方面，政府在经济领域可以通过调整国家或地方经济

方针政策来改善整体经济环境，从客观上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加强地方基础建设、优化公民社会福利、

增加个人基本收入；也可以通过改善经济分配方案使公民收入分配得更加公平，从主观上提升公民对

个人财富价值的评估体验、缓解公民因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导致的心理失衡。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

党在上述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直接从政治意见、政策推行和政见反馈等政治角度入手，让公民置身

于积极的政治气氛中，自愿并主动地通过政党认同来表达诉求和实现诉求，进而达到提高政治信任程

度的目的。文化理论和制度理论看似矛盾，其实也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即都认同信任是由学习而来，

并受早期经验影响，不同之处在于文化理论不认为后期会发生变化，而制度理论强调后期知识和经验

更新的影响。无论文化理论、制度理论还是终身学习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主义的理论起点，即个

体身心发展是一种渐进的关系过程，主客体诸多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促使认知、情感、心理与态度的

形成，政治信任由环境因素引发，且在生活史中不断演变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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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roaches and Integr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olitical Trust

WU Lin, LIU Zhi-yu

Absrtact：Politics is a key factor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socialization,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an individual’s life history. With regard to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olitical trust, the main 
foothold of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is the realistic rationalism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and it believes that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 forms 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al trust on the basis of weighing, judging and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from the angle of rational calculation. The 
rational psychology involved in the institutional generation of political trust is manifested in the psychological 
promotion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the expectation of economic income equality and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 
of political identity. While the main foothold of cultural theory is the early empiricism in the time dimension, 
i.e. the attachment experienc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acquired by individuals in the early stage. The value, life 
attitude and inter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early experienc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ll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later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political trus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inheritance at the intergenerational 
level.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olitical trust reflected by the cultural theory includes the psychological 
attachment of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the psychological indoctrina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psychological habits of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dditionally, the epistemological orientation of relativism 
tries to draw on the basic viewpoints of cultural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combine them concretely. 
It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sic decision role of the early experience identified by the cultural 
theory and the adaptive adjustment of the later experience identified by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thereby dealing 
with the multifaceted functions of the changes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time and the relative stability of the 
psychological habits, and examining whether and how the family environment, economic resources, social 
stat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gnitive ability,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influence the future political trust.
Key words：political trust;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institutional theory; cultural theory; relativism


